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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红艳，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9年6月22日，“相互宝”的官方网站

上对“相互宝”救助人数增加、参加人人均分

摊金额上升做了回应。笔者曾对“相互宝”

的前身“相互保”做过评断，将其认定为“保

险为父、众筹为母”的互联网产品（《告诉你

一个真“相互保”——保险为父、众筹为母》，

《中国保险报》2018年11月15日）。笔者考

察了经营“相互宝”的支付宝界面，“相互

宝”是通过点击“蚂蚁保险”路径进入的。

以此探知，“相互宝”的经营者对其属性的

界定与其所描述的“互助计划”存在微妙的

关联关系。而对“相互宝”进行属性的厘

清，是观察和解析“相互宝”参加人分摊金额

的前置条件，笔者将从三个角度揭示“相互

宝”的属性。

一、“互助”实为“相互”

（（一一）“）“相互相互””的属性特征的属性特征

我国法律体系框架之中，将“相互”作

为一种主体（组织）形式加以调整的法律法

规只检索到2015年颁布的《相互保险组织

监管试行办法》，对法律制度层面的“相互”

组织的概念界定和探察只能经由前述试行

办法，将“保险”的要素尽量予以剔除，获得

“相互”组织的概念属性和特征。依据《相互

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剔除保险要素，相互组织是在平等自愿、

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由全体会员持有并以互

助合作方式为会员提供服务的组织。将这

一界定进行拆分，可以获得构成相互组织的

基本要素：

1. 组织管理采取平等自愿和民主的方

式进行；

2. 会员是组织构成的基本要素；

3. 组织目的是为会员提供服务；

4. 会员之间的关系特点是互助合作。

（（二二）“）“互助互助””的属性特征的属性特征

“互助”这一概念在我国与特定历史时

期的特定的组织形式相对应：1950年《土地

改革法》实施以后，为了更合理地利用土地

和劳动力，多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互

助合作活动，组成互助组。互助组是在生产

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以

资源互利为原则，实行劳动和生产资料之间

的互换，是具有集体性质的劳动组织（李永

军，2017）。这种互助组，有三个特点：第一，

互助组是农民的自发组织形式；第二，组织

构成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第三，互助的目的

在于促进农业生产。剔除历史要素、剔除农

业和农民的产业以及省份要素，互助的组织

形式显现出两个属性特征：

1. 互助组织是自发、自愿的组织，组织

形式并无一定的模式，而是受到组织成员之

间的基础社会关系影响；

2. 互助的方式围绕互助目的实现展开，

呈现多样性和综合性。

（（三三）“）“互助互助””和和““相互相互””的区别的区别

“互助”和“相互”在“互相帮助”基础含

“相互宝”属性探查
——以分摊额增加为源起

潘红艳 吉林大学法学院

Law and Reasoning
说法释理

17



说法释理
Law and Reasoning

S
H
A
N
G
H
A
IIN

S
U
R
A
N
C
E
M
O
N
T
H
L
Y

·A
U
G
2
0
1
9

义层面是相同的，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个行为目的的出发点上观察，“相互”和

“互助”并不存在区别。二者的区别在于：行

为的目的和预期结果之间是否统一？“相互”

的行为目的是单一的，行为的目的和预期结

构是完全一致的，是以保险为行为目的的

“相互”，相互组织参与者的目的在于实现保

险的预期结果，相互保险组织的经营和目的

以及相互保险组织的参加者三者保持一致

——同为保险。“互助”的行为方式是复合

的，行为目的和预期获得帮助的结果并不完

全一致，“互助”涵盖综合的、多重的行为方

式，其预期获得的帮助与实施的施助行为之

间也并不存在同一关系。

“相互宝”产品中虽然使用“互助计划”

属性界定，但从其组织的目的——实现疾

病风险的转嫁来探查，此“互助”实质为

“相互”。

二、对“相互宝”产品属性的探查

相互宝是网络平台运营的产品，从产品

本身观察，虽然没有满足现代意义上的“保

险”的全部属性特征——运用大数法则和精

算原理，但是产品本身具有的“风险分散转

移”的性质与“保险”的历史形态存在同质

性。最初的保险也并没有大数法则和精算

原理作为其技术层面的支撑，仅仅是“精明

的商人们为利息寻找的对价——危险”的经

营方式和结果（潘红艳，2018）。

还原保险的源生过程，保险制度萌生

于“海上借贷”（冒险借贷），是资金所有者

为了获得高额利息将资金借贷给海上贸易

主这一经营形式的变生形态。保险制度的

直接产生根源在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禁止

得利”，资金所有者不会因为立法层面的禁

止而舍弃本应获得的高额利息。将“海上

借贷”运营过程中本来作为高额利息的部

分分离出来，寻找到蕴含在海上贸易过程

中的“高风险”作为其对价形态，从而与海

上贸易主体签订新形式的“无偿借贷”合

同，其中约定原来在“海上借贷”形态下的

利息作为资金所有者承担“高风险”的对价

而预先向其进行交付，一种脱胎于原有的

“海上借贷”的交易形态——保险就产生

了。这种交易形态向“风险转嫁”的群体回

归以后，衍生出“风险转嫁群体”内部的“相

互扶助”的属性。

三、对“相互宝”网络平台的属性

探查

与传统的经营组织形式比较，互联网平

台具有两大优势：第一，参与者汇集成本低；

第二，信息交换成本低。这两个优势与支付

宝已经形成的网络平台信用优势结合，是催

生以及引发“相互宝”推出并且一经推出就

广为接受的原因所在。

我国原保监会2016年4月14日颁布的

《互联网保险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中，并没有将网络互助纳入互联网保险清理

的范围，依据该方案第二条相关规定，要“清

理互联网保险经营资质，重点查处非持牌机

构违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互联网企业未

取得业务资质依托互联网开展保险业务等

问题”。“相互宝”的运营平台“支付宝”的蚂

蚁会员公司并未取得保险经营资质，2019年

4月8日，银保监会以“信美人寿存在未按照

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

费率以及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两种违法行为对其进行了处罚，终结了

信美人寿以保险专业经营机构的主体地位

参与“相互保”经营的历史。银保监会对信

美人寿的处罚是基于银保监会对保险经营

主体的监督管理权而行使的，其处罚行为

并不指向“相互保”，也并非对“相互保”的

否定。蚂蚁会员公司独自扛起大旗，推出了

“相互宝”，并将其定性为“互助计划”。综合

上述银保监会的监管规章和处罚行为，可以

探查出银保监会并没有将“相互宝”网络经

营平台纳入“保险经营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也并未将“相互宝”界定为“保险”。

将前文对“相互”的组织形式本质属性

的探查，与对“相互宝”组织行为实质的本

质探查进行结合，“相互宝”的网络平台属

性是一种以实现参与者“风险转嫁”为目

的，进行参与者行为并同与整合的交易平

台。交易的对象是参与者自身“风险转

嫁”，交易的对价是参与者的“分摊额”，参

与者获得的产品是“自己发生危险时，其他

参与者分摊额总和剔除交易成本后的金额

给付”。由此，我们可以将“相互宝”的参与

者称为“消费者”。

四、对“相互宝”人均分摊金额“消

费者”视角的思考

从个体的消费者视角来看，与其他互联

网平台经营的产品不同，“相互宝”产品并非

即时交易，也不体现等价关系。“相互宝”消

费者的目的不在于“助”他人，而在于“自

助”——自身发生风险的时候从网络平台获

得金钱给付，为此消费者愿意支付“相互宝”

的“分摊额”。可见，从消费者角度，“相互

宝”产品得以维系和继续的关键点有两个：

一是消费者发生“风险”时可以获得预先约

定的资金给付；二是消费者的分摊额少于、

至多等于预先约定的金额范围。

回应和满足消费者的两点基本需求，是

产品运营和法律调整制度体系共同面对的

关键问题所在。互联网平台运营使得“相互

宝”在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网络信息

系统特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从网络

平台上可以获得的信息是表面的、文字描述

性的，这些信息是否以及如何对应真实的非

网络实体，消费者查证很困难。归结到消费

者最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上，“相互宝”产品

走向以及对调整“相互宝”的法律走向，可以

有但不限于以下两个向度：

第一，为了解决网络信息不对称以及

消费者对网络信息的确信，可以采取打通

网络信息和真实信息之间渠道的方式，比

如在征得获赔付参加人同意的前提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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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相互宝”赔付相关真实信息揭示。同

时，构建具有公信力的专家咨询机构或者

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相互宝”属性、赔付金

额、分摊额以及相关原理等资讯。也可以

借由类似保险经纪公司、保险代理公司的

中介机构，向消费者提供更为精准的“相互

宝”产品推介。

第二，为了解决消费者对分摊额的疑

虑，随着“相互宝”参加人的增加、理赔数目

及频率的累积，借助于大数据的资源优势

和技术路径，逐步将“相互宝”的运营建立

在更精确的数字化和科学化基础上，从而

对预先确定的每个参加者的分摊数额范围

以及分摊期限作更精确的界定。在此基础

上，缩小消费者对分摊额的合理预期与预

先确定的分摊额的差距。同时，在做分摊

额扣缴的过程中，体现经由“相互宝”业已

支付的金额总数。实现分摊额信息的“入

口”和“出口”的畅通、一致。一旦分摊额的

运营方式能够满足消费者“安心的预估”“明

晰的资金流”与“定期的缴扣”三个方面的要

求，就能够消减消费者对于分摊额的不安心

理，进而得以促进“相互宝”的纵深经营，以

及营造互联网产品运营与法律调整良性的

互动关系。

五、对“相互宝”人均分摊金额“经

营者”视角的思考

一款互联网产品从创意到最终落地生

根包含着产品推出者对市场、尤其是互联网

市场需求的精准探查，凝结着产品设计者的

专业精神和人文情怀，同时也考验着产品推

出者的勇气、智慧和决心；“相互宝”推出至

今，已经吸引了逾7900万的参加人，如何与

市场进一步融合，全面而更为精准地推行

“相互宝”经营者的“产品初心”，笔者以为需

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产品内核专业化，产品外观大

众化。

从前文的判断可以推知，“相互宝”在经

营外观上与保险并不相同，而是将保险的

“危险厘定”简化为对参加人健康费用支出

的扶助，将依据“大数法则”厘定保险费转化

为大数参与和参加人分摊。以保险产生的

历史视角看，“相互宝”接近于保险产生之初

的雏形形态，只是换化了时代背景，在互联

网背景下，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类保险”。

从这个意义上，逆向观察保险发展的历

史，对于“相互宝”经营者而言，平衡大数参

与跟“大数法则”之间的关系，平衡“危险厘

定”的保险条款化与“相互宝”产品的大众化

之间的关系，成为两个核心的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进一步提升产品内核的专业化程度，

以“相互宝”推行和理赔过程中的大数据为

基础，将其内化于产品专业化进程之中；同

时保持产品推行者使产品外观“大众化”以

及“变健康风险为百姓负担得起的风险”的

初心，是使上述两组关系达至互联网背景之

下动态平衡的关键所在。

第二，大数据风控，融合“类保险”走向。

风险控制，防止参加人的“逆选择”以

及因为“逆选择”而出现的不良后果（健康

出现问题之后才加入相互宝，健康之时不

加入，进而导致相互宝的赔付案件增加，其

他参加人的分摊额增加），关涉到“相互宝”

经营的成败，更关涉到参加人对“相互宝”

经营的可持续性的信心。而可持续性是

“相互宝”产品的生命力源泉，与一般的网

络产品不同，“相互宝”经营时间的继续性

（健康问题存在与否不是朝夕可见的，需要

经年、经十年、经几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才能显现），是蕴含在其产品内核之中的。

风险控制成为保证经营时间维度的可持续

性的防线，借由大数据的逐渐累积和支撑，

“相互宝”风险控制的走向应当为：类似或

相同拒赔案例网络可查，作为风控的一道

防线；参加时即可查知存在“逆选择”或者

“逆选择”风险，网络软件自动筛选拒绝加

入申请，作为风控的另一道防线。当然，在

医疗健康体检未实现全民普及以及全网络

信息共享的前提下，风险控制的防线仍需

要“相互宝”经营者依托独立的经营大数据

累积才能实现。

第三，公益与产品分层次，同台运营，保

障互补。

当下的“相互宝”运营，将公益互助的理

念和健康风险转嫁的产品经营交织在一起，

产品的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产品的

纯粹性。笔者对产品内核专业化的走向观

察，以及对风控专业化的走向观察都是建立

在剔除公益属性的基础上的。因而，在产品

运营层面，将公益属性与“私利”属性分而治

之将更有效率，也更贴合产品的专业化发展

方向。剔除现有的“相互宝”中的公益属性，

将公益性单独作为“相互宝”的辅助产品，为

那些不符合“相互宝”参加条件的、已经出现

健康问题的潜在参加人提供公益资助，同时

连结产品经营者（网络平台）、“相互宝”参加

人以及一般网络大众，向前述潜在参加人

（不妨称为“相互宝”公益被救助人）提供公

益资助的网络通道，进而实现公益与产品分

层次、同台运营、保障互补的目标。

第四，理赔款项收支平衡缺口大，市场

导向亟待未雨绸缪。

保险经营行业的专业人士给“相互宝”算

了一笔账：我国癌症的发病率为每年27.8‱，

以“相互宝”当下参加人7900万人为基数计

算：7900万人×27.8 ‱ =21.96万人，赔款数

为21.96万×15万元=392.43亿元（按照39岁

以下参加人癌症赔款30万元，39岁以上参加

人癌症赔款10万元的平均数计算），每人每年

的分摊额为：392.43亿元÷7900万=417元。

当然，上述计算过程没有将“相互宝”参

加人的具体健康情况纳入考虑范围，互联网

消费的非理性群体数目众多，加之消费的趋

同和扎堆现象，可能会稀释参加人的癌症发

病比例。同时，与“相互宝”同一平台推出

的，还包括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健康险产

品，平台代理销售的利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

补充“相互宝”的赔付款项支出。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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